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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人回家

这台摇号机， 是被公安机关用
运钞车押运到北川的。 一时间， 它
在这座县城拥有最大的权力———它

将决定很多人的新家。
与很多摇到好楼层、 好户型的

百姓相比 ， 很多官员不那么 “幸
运”： 县长家被摇到了顶楼； 副县
长王玉梁则更 “惨” ———他被摇到

了临街， 楼下是店铺， 一天到晚叮
叮当当敲个不停。

这台 “不懂事” 的机器还把一
套一楼的单元房摇给了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何锦。 他不喜欢一楼。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中， 他的女儿就被
压在一楼， 直到现在， 何锦在一楼
还会感到胸口憋闷。

还有更 “不幸” 的， 一位全程
参与分房工作的县房管局副局长，
自己却没轮到摇号。

据说， 新北川为了找到最佳的
入住安置方案， 历时8个月， 一直
修改到第39稿才定下来， 其政策底
线就是 “官民一致”。

当这台模样看起来像福利彩票

抽奖机的摇号机叮咚响起的时候，
就像最神圣的圣诞钟声响起。 崭新
的城、 簇新的家， 全新的现代政治
文明 ， 北川人企盼的 “公平 、 公
正” 的新生活开始了。

青海六官员回家

朱驰航终于可以彻底回家

了———他退休了。
可这一天， 他又被提拔了。 一

提一退间， 不过数小时。
和老朱同时经历 “史上最短任

命” 的， 还有另外5个人。 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将

这6名干部先任命， 再免职并退休。
这几个小时 ， 他们就像坐过

山车一样 。 先是由正科级提拔为
副县级 ， 新官大概屁股还没挨着
椅子 ， 就被免去了新职———退休

文件又到了。 其戏剧性、 讽刺性，
恐怕马克·吐温也想不出这样的情
节。

这恐怕就是老戏里唱的 “戏
台上的官”， 荒唐的任命， 没有最
短只有更短 ， 飞来飞去的官帽就
像最后的疯狂 ， 是地方政府给予
的最后一粒安定片 、 最后一次安
慰奖。

当然， 你可以把这归咎为养老
金双轨制下的 “蛋”， 但这更是官
场现形记里的 “怪蛋”。

任职之后即免职， 这种地方政
府 “人性化” 的 “工作艺术”， 早
就是公开的 “潜规则”。 青海省海
西州的错误仅仅在于 ： “时间太
紧”、 “太不隐蔽”、 “太不成熟”。

孙悟空回家

孙悟空终于可以回家了。
连云港将投资约40亿元， 打造

占地1500亩 “西游记文化主题公
园”。 有地方官员说， 连云港是大
家 “公认” 的孙悟空老家。

这个 “公认 ” 的 “不争的事
实”， 恐怕连吴承恩创造这个神话
人物时都没想到。 事实上， 去年山
西娄烦县， 也有60个学者专家言之
凿凿 ， 考证出 “孙行者 ， 娄烦人
也”。 没错， 公认的！ 甚至， 专家
们连 “孙大圣” 人物原型都考证出
来了， 是山西娄烦县的古代农民起
义领袖孙大廷。

孙悟空 “被回家” 好几年了。
据称， 福建顺昌找到了孙悟空的墓
地， 山东考证出了泰山就是 “花果
山” 原型……

只是这一次， 连云港的手笔更
大， 目光更长远， 力争把 “只玩迪
斯尼和吃肯德基的孩子们” 吸引过
来。 也许不用多久， 就有连云港人
称： 嘿， 我是孙悟空老乡！

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 只留
下躯壳， 滥加改造， 挖历史人物故
居， 连神仙都不放过， 打烂俗的文
化牌， 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发展战
略。

值得一提的是， 连云港为让孙
悟空 “回家 ” ， 豪掷 40亿元 ； 而
2010年， 当地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
的投资为4.5亿元。

看来， 同样是家， 神仙就是神
仙啊！

从玉华

人人都应学会讲道理
王 波

伦理学家何怀宏的 《良心论》 等著作
时隔多年后再版。 5月12日， 一场与此相
关的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这名当年呼吁 “底线伦理” 而引起极
大关注的学者， 将研讨会的主题定为 “正
义与良知在中国———历史的与现实的 ”。
只是， 在研究了一番正义与良知之后， 学
者们反观十几年来的现实变化 ， 却难免
感慨万千 。 有人提出 ， 这个社会 ， 当然
要追求崇高 ， 但当务之急是要学会 “讲
道理”。

的确， “毒奶粉”、 “瘦肉精”、 “邵
阳弃儿” 以及接连发生的拆迁自焚事件，
一次次冲击着学者们在学理上为这个社会

所预设的道德底线。 这些在校园内理性思
考与温和探讨的学者， 忧思日浓。

而象牙塔外的世界， 似乎也不再有耐
心来心平气和地讲道理。 种种突破底线的
行为， 以及时常发生的种种争端， 让人们
感受到讲道理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
倒是戾气正在周围的社会里时隐时现。 这
种戾气， 往往容易在不经意间迸发出来，
对个体的伤害至深， 造成的社会影响又极
恶劣。

不仅学者们为此痛心， 政府对此也已
经有所警示。 前不久， 温家宝总理曾痛心
疾首地指出， 近年来相继发生 “毒奶粉”、
“瘦肉精”、 “地沟油”、 “染色馒头” 等
涉及食品安全的事件， 足以表明诚信的缺
失、 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
步。

人们常常说， 这是一个告别崇高的年
代， 道德上的高尚追求已经被市场环境里
的利益盘算所消解， 现实中的功利心， 又
在无形中增强了道德上的虚无感。

但这并不意味着 ， 我们可以放弃底
线。 相反， 这更加说明了我们需要为这个
社会寻求一个伦理底线。 这个伦理底线具
有普遍性， 它的规范和要求， 是没有例外
的约束所有社会成员， 而并不因权力或金
钱、 地位的差别而有任何不同。

眼前能看到的现实是， 日消月蚀中，
道德的约束力已经越来越弱。 当一个社会
越来越难去 “讲道德” 时， 那么至少， 这
个社会里的人应该学会 “讲道理”。 而这
个社会最基本的正义， 就在于大家都学会

讲道理， 并且自觉地讲道理。
但是， 这里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大家

必须同处在底线之上。 这样， 公民之间才
有讲理的可能， 才有达成共识的空间。 有
了共识， 戾气自然也就会消解。

讲道理的依据， 则是大家所公认的规
则和制度。 制度有时候也是道德的底线，

有了这个底线， 一个社会即便处于最低限
度的道德状态 ， 也能够维持着合理的运
转， 不至于失去秩序和规范。

因此， 保证制度的约束能力， 应成为
理所当然。 因为制度一旦失去其约束能
力， 既无法应对强者的挑战， 也无法为弱
势者提供必要的保护。 当强者愈加肆无忌

惮， 弱者日益沦陷于无力之境， 说理便成
为笑谈 ， 而戾气便有了滋生和藏匿的空
间。

在利益日渐分化、 情势日益复杂的当
下社会，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德追问和
法律审判， 更需要的是一个习惯讲理的社
会和彼此讲理的公民群体。

今天， 我们需要的不是冲动， 更不是
戾气外露的彼此伤害， 而是心平气和地讲
道理， 然后彼此妥协和接受。 靠说理而不
是暴力， 去解决彼此的观点分歧和利益冲
突， 应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习惯。

有此基础， 所谓正义和良知， 才有培
育、 成长和存在的可能。

谁给脱缰城管套上笼头
本报记者 付雁南

当杀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在二审判

决中被判处死刑时 ， 一部可能制约城管
制度的法律刚刚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

来。
4月底， 在第三次审议结束两年之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行政强制法 （草案）》
进行第四次审议， 将这部即将进入废止程
序的法律重新激活。

曾在23年前参与起草这部法律的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

者， 这部曾被寄予厚望的法律， 自1988年
起草至今， 始终未获通过， 甚至一度销声
匿迹。

“直到最近几年， 拆迁、 城管等行政
强制行为所引发的案件开始逐渐增多 ，
《行政强制法》 才重新被提上立法日程。”
他说。

夏俊峰案就是其中一个最新并且引起

巨大社会反响的案例。 2009年5月， 在沈
阳街头摆摊卖烧烤的下岗工人夏俊峰捅死

了两名城管人员， 凶器是自己用来切火腿
肠的水果刀。

夏俊峰的辩护律师滕彪将这场小贩和

城管人员的冲突称作 “整个社会的悲剧”：
“一个下岗工人在街边卖火腿肠， 却变成
了杀人犯； 两名城管人员的家属也同样失
去了自己的亲人。”

因此， 当人们还在为夏俊峰 “故意杀
人” 还是 “防卫过当” 争论不休时， 滕彪
和姜明安， 已把目光投向了更为深入的问
题。

作为著名律师 ， 滕彪曾经在 8年前
参与推动了城市收容制度的废止 ， 而这
一回 ， 他把目光瞄向了城管制度 。 “自
城管制度1997年出现以来 ， 弊端早已显
现……可谓民怨沸腾。” 在夏俊峰案的二
审辩护词中 ， 滕彪这样说道 。 在接受中
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 ， 这位中国政法大
学的讲师说 ， 希望 “整个社会能够以夏
俊峰案为由头 ， 深入思考整个城管制度
的问题”。

姜明安教授的论断更加简单： “我们
需要合理的法律程序来规范城管制度。”

有问题的制度让各个阶

层 “过不好”

阴云笼罩着夏俊峰的家庭。 9岁的沈
阳男孩夏建强在父亲杀人之后变得内向

了 。 看到认识的小朋友 ， 他会悄悄躲起
来； 看到别人一家三口在外面玩， 他会低

下头小声哭泣。
阴云也同样笼罩着两个城管人员的家

庭。 张旭东的家庭失去了 “顶梁柱”， 而
申凯的母亲提起儿子就忍不住落泪： “我
不可能原谅他， 他杀了两个人， 必须判死
刑。”

在城管制度设立之初， 谁也没有料想
到会有这样的情况。 1997年， 为了节约执
法成本 ， 根据1996年颁布的 《行政处罚
法》 第16条对 “集中行政处罚权” 的相关
规定， 国务院决定成立一个 “综合执法部
门”， 集中执行各个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
行为。 从那时起， 全国先后有100多个城
市成立了城管执法机构。

而制度的问题也从一开始就埋藏下

来 。 城管代表其他部门行使职能 ， 没有
法律依据 ， 也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和监
督 。 滕彪举例说 ， 在北京 ， 城管部门拥
有14项职能， 300多项执法权： “把这么
多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 ， 不出问题才
怪！”

有时候 ， 引起 “问题 ” 的是经济利
益。 有报道称， 南京城管把收缴的桌椅、
塑料筐甚至灯箱牌都当做废品卖掉赚钱，
而各种罚款也成为赢利的重要方式。

另一些时候， “问题” 却更加复杂。
滕彪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 城管系统中
一些人员素质不高， 只能 “依靠野蛮行为
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地位”， 这也推动着城
管行为和 “暴力” 被越来越频繁地联系在
了一起。 比如， 2008年1月， 湖北天门市
湾坝村村民魏文华在村口发现城管执法人

员与村民发生冲突。 他掏出手机录像， 被
城管人员发现当场打死。

“暴力已经被城管当做了 ‘特权’ 和
有身份、 有面子的标志。” 滕彪说。 在给
沈阳小贩夏俊峰的辩护词中， 这位法学博
士这样写道： “在法律地位不清、 权利不
利的制度下， 城管人员的暴力习惯， 已经
成为城管制度的需要 ， 成为制度的一部
分。”

不过， 相比于那些夺路狂奔的小贩，
在制度的另一头， 处于强势地位的城管也
常常满腹委屈。 北京城管人员郭欣总是被
繁琐的工作搞得疲惫不堪 ： 一天的时间
里， 他一会儿要在马路上堵截漏污水的泔
水车， 一会儿要赶到居民区里劝说居民把
放在公共绿地上的大白菜搬回家， 一会儿
劝说服装厂修理快塌下来的广告牌， 一会
儿又要去处罚在路上违法散发小广告的

人。
但这已经让这个普通的城管人员很满

足了———至少， 他没像前几天那样， 被小

贩偷偷扔来的烤红薯砸中脑袋。
作为夏俊峰的辩护律师， 滕彪坚持，

被杀害的两名城管人员曾经对夏俊峰拳

打脚踢施加暴力， 夏俊峰的行为是正当
防卫 ； 但他更加坚持 ， 在整个制度中 ，
城管人员同样是受害者 。 “他们在妻子
和孩子面前绝不会表现出残忍和暴力 ，
而会遵循爱和良善 ， 但在城管集体执法
的环境里， 一切都变了 。” 在那篇流传

广泛的 “激情辩护辞 ” 中 ， 这位律师写
道 ， “他们 ， 与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不
完善的世界之中； 他们， 毫无疑问， 是城
管制度的受害者。”

如今， 关于城管的新闻、 争论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 夏俊峰案的二
审判决宣布后， 热烈的讨论中， 作家郑渊
洁的一句话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我们的
社会有好城管， 但不好的是制度。 它让各
个阶层都过不好。”

法律的步伐在 “哆哆嗦
嗦” 地前进

就在上周， 四川也发生了和城管有关
的故事。 在成都街头， 一个卖杨梅的老大
爷和城管协管员发生争执。 拉扯中， 老大
爷的杆秤被折断， 杨梅也撒了一地。 围观
的人们当即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他们挡住
执法车， 坚持让协管员为自己的暴力行为
道歉。

照片很快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 不
过， 在姜明安看来， 这并不是解决城管问
题的好办法。 “对于城管行为还是要通过
法律约束， 防止权力的滥用。” 这位法学
专家说。

在过去的几年里， 《行政强制法》 曾
经被法律界寄予厚望。 这部法律意在通过
职权和程序方面的规范， 防止行政权力滥
用， 同时也为执法提供依据。 人们普遍认
为， 它对目前争议严重的拆迁、 城管等行
政强制相关问题都能起到约束、 控制的作
用。 然而， 从1988年起草至今， 这部命途
多舛的法律始终未获通过。

“各方的博弈是主要原因。” 姜明安
说， “《行政强制法》 涉及行政机关和司
法机关的权力调整重构， 也会影响执法部
门和执法者现有的利益， 因此必然会遇到
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阻力。”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向记者介

绍说， 《行政处罚法》 和 《行政许可法》
的宣布让行政部门清醒意识到法律对自己

权力的限制， 也会导致后面的法律通过
“难上加难”。

姜明安还记得自己23年前参与起草
《行政强制条例》 的情形。 当时， 来自全
国两所高校、 两个事业单位的四位专家各
自提交了第一版草案， 但谁也没有想到，
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 ， 这部法律步伐缓
慢， 甚至一度销声匿迹。

“它不像有的法律在争议声中缓慢推
进，” 姜明安说， “它的步伐 ‘哆哆嗦嗦’
的， 中间甚至一度停了好几年。”

直到最近几年， 拆迁、 城管等行政强
制行为所引发的案件开始逐渐增多， 《行
政强制法》 才重新被提上立法日程。 姜明
安还记得这些血淋淋的案例： 2000年9月6
日， 四川眉山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管理中
队郑光永、 吴顺乾、 驾驶员张卫东等人上
街整治乱摆摊设点将杜某乱拳击伤， 唐德
明被甩下货车身亡； 2001年5月29日， 宁
夏灵武市城建局城市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强

行没收锅灶时， 将杨文志打死， 并打伤杨
建荣夫妇等人。

“没有法律的控制、 制约， 城管制度
出了很多问题。” 姜明安感慨， “《行政强
制法》 能够赋予城管必要的权力， 同时又
能防止权力的滥用， 对暴力执法行为予以
追究。”

专家们在变化中寻找自己期待的好消

息。 在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审
议的草案中，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
伟东教授发现， 法条的变更 “在某种程度
上是对行政机关的让步”。 “立法者的目
的可能想通过这种让步获得 ‘最大公约
数’， 从而保证该法律尽快通过”。

姜明安也猜测， 把 《行政强制法》 从
“死亡线” 上拉回来， 说明立法部门对它
并非不重视， 但这部法律争议不断， “可
能领导也觉得心里没数”。

“法律本身当然是重要的 ， 房屋拆
迁、 城管执法都要靠它来约束。” 姜明安
说。 滕彪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有执法
依据， 有制度约束， 才能真正解决城管制
度中出现的暴力问题。”

城市管理需要包容的精神

夏俊峰的故事让很多人想起了5年前
的退伍军人崔英杰。 2006年， 23岁的崔英
杰在路边卖烤香肠时， 被城管人员依法扣
押。 当执法人员将崔英杰 “前一天刚借钱
买的三轮车” 抬上执法车时， 这个年轻的
小伙子抽出小刀， 刺死了一位城管人员。

姜明安感慨， 很多时候， 城管的行为
虽然是合法的， 但管理的观念也需要变
化 ， “对弱势群体应该有一些包容的态

度”。 “没工作， 有老婆有小孩， 不摆摊
怎么生活？” 姜明安说， “把这些人引导
到市场上去做生意， 而不是砸了他们的摊
子， 可能效果会更好。”

这位一辈子致力于推动法制建设的教

授在采访中承认， 在中国， 城管问题不完
全是一个法律问题， 它还包含一种观念，
城市有没有一种 “包容的精神”： “很多
领导觉得城市就应该干干净净， 不应该在
街上摆摊。 可即使在发达国家， 路边一样
有卖菜摆摊的人。”

2010年， 印度小贩赢得了一场官司的
胜利。 当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准备在即
将到来的英联邦运动会前驱逐流动摊贩

时， 印度的 “街头小贩联合会” 把市政府
告上了法庭。 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宣告了小
贩的最终胜利， 因为 “小贩诚实经营的自
由和尊严不可剥夺”。

“并不见得把小摊砸了， 城市就会更
好。” 姜明安说。

这位学者赞成为政府保留一定的行政

强制权力， 去处理 “瘦肉精、 地沟油的问
题 ”， 但同时也要通过法律程序的制约 ，
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在公共利益和私人
利益中找到一个平衡的 “度”。

在他的理想中， 当法律完善时， 夏俊
峰这样的小贩面对的城管再不会不由分说

地没收、 态度恶劣地争执 ， 甚至像他在
供词中所说的那样 ， 对自己拳打脚踢 。
在法律制度的约束下 ， 那些城管会主动
亮明自己的身份， 说明自己执法的缘由，
并听取小贩的申辩 ； 在一般措施能够发
挥作用的时候 ， 他们绝不会动用查封 、
扣押 、 拍卖等强制措施 ； 而即使真的遇
到暴力执法， 小贩们也能够在法院申请正
义的裁决。

不过 ， 姜明安和滕彪都知道 ， 一部
《行政强制法 》 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 它
可能会对现状起到推动作用 ， 却并不足
以让现实产生质的飞跃 。 滕彪直言 ， 需
要改变的是 “中国整个法律体制的问
题”。

夏俊峰案还没有尘埃落定 ， 这个沈
阳的小贩在等待着最高法院对自己进行

死刑复核。 妻子张晶坚持继续上诉 ， 而
作为律师， 滕彪也在努力 “保住他的性
命”。

但即便夏俊峰的判决真的改成死缓

或者无期 ， 滕彪的心里依然不会感到喜
悦。 制度赋予的不同身份让两位城管人员
和一位小贩对立、 争执， 并最终夺走了两
个人的生命， 无论结果如何， 这都是一场
不可改变的、 “整个社会的悲剧”。

童年记忆
5月14日， 全国第二届连环画展

及小人书拍卖会在西安举行。
闫文青摄


